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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舒泰一 张子微 赵田田 陈灿煌

[摘要]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分析中国各省区市2011—2019年

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表明：①整体来看，2011—2019年我国乡村振兴和绿色金融均

实现跨越式发展。绿色金融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乡村振兴发展整体空间格局未变。②我国绿色金融与

乡村振兴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由勉强协调升至初级协调。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

调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且东部沿海地区呈现较强空间联动格局，而中西部空间联动效应较弱，

无法形成很好的空间联动格局。③由固定效应模型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绿色金融均对乡村振兴起显

著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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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但“三农”方面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如乡村基础设

施不完善、产业链条短、产销对接不畅等；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还有待改善，乡村文化公共服务建设不足；农民

缺乏生产积极性，乡村空心化、人才外流等问题依旧严峻等，距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较大差

距。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开拓乡村投融资渠道，推进绿色金融发展①。绿色金融是工具，乡村振兴是

目的，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利用好绿色金融的导向、投资与分配等功能。研究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的耦

合协调发展符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要求。因此，分析两者时空差异及联动性实证结果，

对于针对不同地区实行个性化政策，推动区域间合作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针对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国外研究目前侧重于从各个角度研究绿色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推动作用。Han[1]认为绿色金融推动脱贫攻坚，通过支持农业、商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促进乡村

振兴；Zielińska等[2]研究绿色金融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改善的关联性；Johnson等[3]重点关注乡村绿

色金融创新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Gil[4]则更看重环境立法对两者的推动作用。国内研究大致可分为理论与实

证研究两类。理论研究方面，郭远智等[5]、龚斯闻等[6]、李二玲等[7]认为绿色金融工具能极大提高资源分配效率

与利用率，带动经济全面绿色发展，促进乡村人、地、业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分配和高效利用；另一些学者研究了

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路径，例如安国俊[8]、孙晓等[9]和张柏杨等[10]研究通过绿色金融市场上流通的各种

产品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左正龙[11]和尚希文[12]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研究配套完善的

相关市场监管机制与法律法规；王小茵[13]和刘刚[14]利用金融手段多渠道、多手段和多方式去解决“三农”问题。

在实证研究方面，杨晖[15]研究“赣州样板”的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模式，认为建设信用依托、发展金融教育

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杨林等[16]对四川省农村绿色金融问题进行剖析，创新地提出“小组互助”的绿色产品体

系；程莉等[17]和欧阳红兵等[18]用计量方法证明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研究已对绿色金融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多数学者

的研究集中于绿色金融单方面对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以及促进作用，关于两者协调发展的研究则相对空白。

两者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地区协调发展程度差异会产生个性化政策建设的需求，而关于两者协

① 资料来源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官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ivk_sa=102432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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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的空间联动性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其对于考虑区域间联合发展协作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对乡村振兴

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尝试弥补现有理论的空白地区。本文通过熵权法构建乡村振兴与绿

色金融指数，再参考董文静等[19]、王成等[20]和陈涛等[21]区域耦合协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

兴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尝试从其时空发展变化以及区域发展差异两个方面探讨两者在不同时间与地区

的发展度与协调度变化，探索其特征与机理，并提出差异化乡村振兴政策、在“领头羊”效应下进行区域协调

合作以及拓宽发展渠道等政策建议。

二、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机理分析

绿色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向农业生产，使农业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型，促进绿色科

技投入和新型农业产业有序发展，从而带动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与结构调整。同时绿色金融有利于在乡村

产生环保文化导向，促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乡村文化保护传承、生态环境涵养和资源永续利用等有机统

一，辅助培育文明乡风，树立乡村绿色信用观念。此外，绿色金融长期发展利于纠正政府调配资源的偏差，优

化乡村资源配置，促进新能源技术开发，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高效地促进宜居

生态建设，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带动绿色金融发展。生态环境的优化意味着碳排放量大幅度减小，从而推动碳减排项目增加和

绿色金融向更高阶段发展；文明乡风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保低碳氛围，提高政府和村民对绿色金融的支持

度，也能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低碳环保环境，从而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治理有效不仅意味着乡村治理良好，

也意味着绿色金融发展取得较好成绩，它的正面回馈能最大限度为绿色金融带来高额利润，推动绿色金融发

展；绿色金融以不同的工具手段改善并推动了农村产业、生态、文明和治理全面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活水

平，进而推动了村民富裕生活的实现进程。村民生活富裕，就有多余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加速资本在金融市场

中的流动，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发展。因此，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图1）。

图1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理

三、数据来源、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①，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EPS数据平台等。

2.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参考刘孜等[22]、冯兰刚等[23]的研究，选择绿色金融的代理变量运用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指数；参考

① 由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样本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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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成等[24]、谭燕芝等[25]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选取相关代理变量，运用熵权法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表 1）。

控制变量有金融发展水平（fd），由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表示；城镇化水平（ur），由城镇人口占比表示；工

业发展水平（ind），由工业增加值/gdp表示。

表1 绿色金融及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绿色金融

乡村振兴

二级指标

绿色信贷

绿色投资

绿色保险

碳金融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指标定义

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工业产业利息支出（%）
治理污染投资/GDP（%）

农业保险收入/农业总产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GDP（吨/万元）

人均农林渔牧业产值（亿元/万人）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粮食人均占有量（千克/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森林覆盖率（%）

每千农村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人）

用水普及率（%）
公共厕所（座）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元）

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乡村人口（%）

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人）

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消费支出（%）

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2398
0.2535
0.2733
0.2334
0.0517
0.0576
0.0559
0.0493
0.0541
0.0513
0.0507
0.0598
0.0537
0.0535
0.0496
0.0493
0.0511
0.0499
0.0501
0.0572
0.0518
0.0537
0.0497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3.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效应，模型如下：

Cθi = Sθi × Eθi

( Sθi + Eθi

2 )2 {Gθi = α × Sθi + β × Eθi

Dθi = Cθi × Gθi

（1）

Cθi表示耦合度，Gθi表示综合协调指数，Dθi为耦合协调度。本研究假定两者同样重要，故设α=β=0.5。耦合协

调度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两者协调发展能力越强；数值越小，表示两者协调发展能力越弱。协调等级

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0，0.1）

极度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1，0.2）

严重失调

[0.6，0.7）

初级协调

[0.2，0.3）

中度失调

[0.7，0.8）

中级协调

[0.3，0.4）

轻度失调

[0.8，0.9）

良好协调

[0.4，0.5）

濒临失调

[0.9，1.0）

优质协调

（2）泰尔指数（Theil Index）

引入泰尔指数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水平，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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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 1
n∑i = 1

n ( Dθi

----Dθi

× ln Dθi

----Dθi

) （2）

其中Dθi表示第 i个省区市的耦合协调度，-D θ = 1n∑i = 1
n

Dθi为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泰尔指数

越接近0，各省的耦合发展差异越小；越接近1，耦合差异越大。

（3）收敛系数与变异系数

引入收敛系数与变异系数测量耦合协调度的收敛性特征及偏离程度，模型如下：

τθ = 1
n∑i = 1

n ( ln (Dθi ) - 1n∑i = 1
n ln (Dθi )) 2 Vθ =

1
n∑i = 1

n (Dθi - ----Dθi )2
----Dθi

（3）
其中 τθ为收敛系数，Vθ为变异系数，τθ和 Vθ越小则表示收敛性越强。

（4）莫兰指数（Moran’s I）与Getis-Ord指数

为进一步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关系，引入莫兰指数测量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空间相关性，

分别使用全局莫兰指数与局部莫兰图测量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两者的相关程度，指数大于 0表示正相关，其值

越大，相关性越强。引入Getis-Ord指数测度冷热区。热点区为高高聚集，冷点区为低低聚集。

四、实证分析

1.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表1构建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度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表3）。使用ArcGIS 10.2可

视化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格局图（图2）。

表3 中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0.4457
0.3536
0.3252
0.3094
0.2820
0.3128
0.3531
0.3388
0.5204
0.4105
0.4439
0.4066
0.3974
0.3414
0.3879
0.3484
0.3242
0.3570
0.3879
0.3206
0.3846
0.3739

0.4210
0.2804
0.3560
0.5040
0.3709
0.3366
0.4197
0.2607
0.3627
0.5068
0.3649
0.3469
0.3132
0.3185
0.5362
0.4021
0.4725
0.4455
0.5008
0.3072
0.3564
0.3701

0.5105
0.3999
0.4021
0.2499
0.3692
0.3604
0.3881
0.3942
0.5802
0.4327
0.4817
0.4387
0.4263
0.3664
0.4416
0.3912
0.3817
0.3999
0.4205
0.3655
0.4589
0.3721

0.4408
0.3583
0.4327
0.4886
0.4287
0.4118
0.4834
0.3332
0.4470
0.5605
0.4236
0.4258
0.3889
0.3833
0.5475
0.4560
0.5336
0.5389
0.5291
0.3712
0.4609
0.4513

0.6219
0.4801
0.3773
0.3424
0.3636
0.3514
0.3998
0.3786
0.6240
0.4384
0.4588
0.4671
0.3986
0.3957
0.4223
0.4161
0.3957
0.4179
0.4445
0.3609
0.3555
0.4029

0.4560
0.4270
0.4847
0.5119
0.4594
0.4718
0.4877
0.3827
0.4966
0.5734
0.4401
0.4713
0.4506
0.4036
0.5895
0.4914
0.5586
0.5668
0.5733
0.4392
0.5186
0.5180

0.7465
0.4915
0.4052
0.3330
0.3504
0.3596
0.4556
0.4211
0.6441
0.4616
0.4643
0.4375
0.3961
0.4454
0.3988
0.4069
0.4190
0.4337
0.4491
0.3516
0.3622
0.4067

0.4729
0.4799
0.5112
0.5326
0.4933
0.5191
0.4889
0.3923
0.5409
0.5858
0.4624
0.5175
0.4893
0.4593
0.6071
0.5328
0.5831
0.6124
0.5985
0.4612
0.5544
0.5345

省区市
2011年

Green Rural
2014年

Green Rural
2017年

Green Rural
2019年

Green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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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均值

0.3801
0.2588
0.3127
0.3597
0.2507
0.2396
0.1769
0.3412
0.3482

0.1621
0.4204
0.1826
0.3922
0.3291
0.3552
0.2521
0.4397
0.3695

0.3727
0.3034
0.3159
0.3765
0.3072
0.2995
0.4719
0.3984
0.3959

0.2510
0.4831
0.2872
0.4330
0.3979
0.3961
0.2970
0.5060
0.4315

0.3839
0.2833
0.2819
0.3392
0.2805
0.2924
0.2915
0.3231
0.3929

0.3186
0.5257
0.3632
0.4660
0.4475
0.4491
0.3359
0.5878
0.4755

0.3786
0.2964
0.2892
0.3613
0.3044
0.4133
0.2771
0.5154
0.4158

0.3528
0.5457
0.4128
0.4861
0.4664
0.4727
0.3714
0.6243
0.5054

续表3
省区市

2011年

Green Rural
2014年

Green Rural
2017年

Green Rural
2019年

Green Rural

图2 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指数省域分布图（2019年）

注：审图号GS（2020）4630号，底图无修改

2011—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的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均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2011年部分

地区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容易形成高速增长；二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

色金融衍生工具近年来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市场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持和更多可选择的绿色工具；三

是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碳达峰、碳中和、全面小康等政策目标为两者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

绿色金融方面，整体来看，2011—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北京、青海、宁夏和新疆均有

超过40%的涨幅。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东部较强，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区市，尤其是北京和上

海，两地2019年绿色金融指数分别为0.746与0.644，遥遥领先其他省区市。中部往西逐渐减弱，尤其是云南、

贵州和宁夏发展较慢，2019年绿色金融指数分别为0.289，0.296和0.277，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绿色金融

相关政策出台较晚，因而发展不明显。发达地区的相关政策推行时间早，故近年来发展迅速。

乡村振兴方面，整体来看，2011—2019年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其中较发达地区例如北京、广东的乡村具

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故2011—2019年增速不明显。相对落后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较高增速，例如

云南发展增速达到126%，居第一，四川的发展增速达到117%，居第二。2019年，新疆、湖南和山东的乡村振

兴指数位居前三，分别为0.62、0.61和0.60；云南、四川、宁夏和黑龙江乡村振兴指数最低，仅为0.41、0.35、0.37

和0.39。整体而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但省域间呈现固化发展，整体东西部格局区域特征未有较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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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耦合分析

（1）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2011—2019年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表4）；运用ArcGIS10.2

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可视化（图3）。

表4 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及协调等级

省区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均值

2011年

协调度

0.6582

0.5612

0.5833

0.6284

0.5687

0.5697

0.6205

0.5451

0.6592

0.6754

0.6344

0.6128

0.5940

0.5743

0.6753

0.6118

0.6257

0.6316

0.6639

0.5603

0.6085

0.6099

0.4983

0.5743

0.4888

0.6129

0.5360

0.5401

0.4596

0.6223

0.5935

协调等级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2014年

协调度

0.6888

0.6152

0.6459

0.5912

0.6308

0.6207

0.6581

0.6020

0.7136

0.7018

0.6721

0.6574

0.6381

0.6122

0.7013

0.6499

0.6719

0.6814

0.6868

0.6069

0.6782

0.6402

0.5531

0.6188

0.5488

0.6354

0.5913

0.5869

0.6118

0.6701

0.6394

协调等级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2017年

协调度

0.7297

0.6729

0.6540

0.6470

0.6393

0.6381

0.6645

0.6170

0.7461

0.7081

0.6703

0.6849

0.6510

0.6322

0.7064

0.6724

0.6857

0.6977

0.7105

0.6310

0.6553

0.6759

0.5914

0.6213

0.5657

0.6305

0.5952

0.6020

0.5594

0.6601

0.6539

协调等级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2019年

协调度

0.7708

0.6969

0.6746

0.6489

0.6448

0.6573

0.6870

0.6375

0.7683

0.7211

0.6807

0.6898

0.6635

0.6726

0.7015

0.6824

0.7031

0.7179

0.7200

0.6346

0.6695

0.6829

0.6045

0.6342

0.5878

0.6474

0.6138

0.6648

0.5664

0.7532

0.6733

协调等级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从时空层面看，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耦

合协调度均值从2011年的0.5935增加到2019年的0.6773，我国整体耦合程度从勉强协调上升为初级协调，

说明近年来两者协同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由低层次有限发展变化至高层次协调发展。2011年我国耦合协调

程度为濒临失调的有3个省区市，分别为四川、云南和宁夏，达到勉强协调的有11个省区市，初级协调有15

个省区市。至2019年，我国耦合协调程度为濒临失调的省区市降为0，勉强协调的省区市仅有2个，分别为宁

夏和云南，初级协调20个省区市，且有7个省区市的协调等级上升至中级协调。绿色金融工具可以有效推动

农村产业向低碳结构转型并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故2010—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在国家政策

的支持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下，两者耦合程度在各省区市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绿色金融与乡村振

兴协同发展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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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强西弱、南高北低的现象。2019年、北

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和新疆的耦合协调程度均大于0.7，在高度协调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除新疆

达到中级协调外，普遍落后于东部地区。其中四川、云南和宁夏3个省区市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差，但数值

也分别达到0.566、0.587、0.605，表明整体上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效应明显，只是相对其他省区市

协同效益略低。原因在于各个地区的相关经济基础以及文化政策有较大差异性，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同时政策执行力以及环保意识氛围都相对强于西部地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

合协调水平整体快速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整体较强，耦合协调等级差异逐年缩小，增长态势趋于稳定。

图3 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省域分布图（2011年、2019年）

注：审图号GS（2020）4630号，底图无修改

（2）地区收敛性分析

由图4可知，耦合协调度指数的收敛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各年系数值均小于0.1，在2011—2014

年均呈现出快速递减态势，2014—2019年均在较低值附近波动，表明早年协调发展水平暂时落后的地区

与水平较高的地区差距逐渐减小。原因在于，相关的支持政策由最初的发达试验区逐渐向全国扩散，基

础较好地区的发展速度减缓，落后地区发展加速，从而各地区差距缩小，呈现明显的地区收敛性。

图4 2011—2019年收敛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趋势

（3）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检验

构建全局莫兰指数测度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程度；利用2011年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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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局部莫兰图来测度不同省区市间的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空间相关与聚集性。

由表5可知，所有年份的Moran指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大多集中在0.3~0.4，表明两者呈显著空

间正相关。2011—2018年的Moran指数逐年增长，空间聚集分布现象更为明显。但2019年具有较大回撤，

从2018年的0.4080下降到0.2917。说明2019年空间聚集分布现象有所减弱，高值与低值的差距减小。

表5 2011—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I

0.3216

0.3440

0.3561

0.3719

0.3888

0.4473

0.4133

0.4080

0.2917

Z

2.9658

3.1219

3.2205

3.3508

3.4865

3.9871

3.7121

3.6842

2.7195

P

0.0030

0.0018

0.0013

0.0008

0.0005

0.0001

0.0002

0.0002

0.0065

全局莫兰指数只能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两者的空间正相关性，无法刻画具体省域之间的空间集聚性和

领域依赖效应。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省区市间的空间相关关系，绘制2011年和2019年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图5）。2011年一、三象限的省区市距离原点位置较远，位于第一象限（高值区域）的省区市多为东部沿海

省区市，位于第三象限（低值区域）的省区市多为西部内陆省区市。2019年较多省份位于原点附近，少部分

省份距离原点较远，整体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大部分省区市之间的差距缩小，高值区与低值区趋同。

2011年处于第二象限（本身是低值周围是高值）的省区市有天津、江西和河北，到2019年第二象限的省区

市为0，说明高值省区市对邻近低值省区市具有明显带动效应。高低聚集的省区市在2011年除新疆外其

他位于第四象限的省区市，在2019年均不同程度地往原点靠近，表明本身是高值且对邻近省区市具有很好

的带动作用。但新疆作为特例在2011年和2019年均处于第四象限（本身为高值，相邻为低值）且与原点较

远，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地区区域面积较大，且深居内陆，周围省区市发展较为落后，缺乏联动效应，难以带

动周围省区市发展。整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良好空间联动格局，能够有效带动邻近省区市发

展。西部内陆地区自身发展水平较低，缺少区域间的联动，难以与邻近省区市协同发展。

图5 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局部Moran散点图（2011年、2019年）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热点与冷点区域，引入Getis-Ord指数并绘制

2011和2019年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冷热点图（图6）。2011年我国热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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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由东往西呈扩散态势，热度逐渐递减，西部省区市除新疆为次冷区外均为冷区。2019年我国冷区省区市

明显减少，大部分冷区转为次冷区，仅有云南、四川和宁夏仍然属于冷区。东部沿海地区省区市热区呈现扩大态

势，天津、河北、浙江、安徽、江西由次热区转为热区，并带动附近过渡区的省区市转变为次热区。表明先进区域

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形成外部范围经济，周边地区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实现快速发展。

图6 中国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省域冷热点图（2011年、2019年）

注：审图号GS（2020）4630号，底图无修改

3. 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两者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择金融发展水平（fd）、城镇化水平（ur）、工业发展水平（ind）作

为控制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进行分析。

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P值为 0.0000，故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乡村振兴（rur）和绿色金融

（gre）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由表 6可知，模型 1到模型 3绿色金融系数均在 1%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0.4781、0.1941和 0.1203；模型 4在 5%显著为正，系数为 0.1045，表明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fd）在模型 2到模型 4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城镇

化水平（ur）在模型 3和模型 4均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乡村振兴的发展越迅速。工业发展水平

（ind）在 1%显著为负，表明工业发展不利于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总体来看，在对比加入控制变

量前后，绿色金融均对乡村振兴起到促进作用。故深化绿色金融发展，对助推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gre

fd

ur

ind

常数项

样本量

Hausman

模型1

0.4781***

（0.0727）

0.2573***

270

chi2（5）=38.73***

模型2

0.1941***

（0.0590）

0.0760***

（0.0056）

0.1259***

270

模型3

0.1203***

（0.0408）

0.0192***

（0.0408）

0.9016***

（0.0552）

-0.1917***

270

模型4

0.1045**

（0.0407）

0.0114*

（0.0058）

0.8068***

（0.0647）

-0.1393***

（0.0511）

-0.055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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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

通过莫兰指数测度两者空间相关性，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两者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2011—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整体来看发展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

较快，尤其沿海区域；西部除新疆外其他地区发展较为缓慢。绿色金融方面，云南、贵州和宁夏发展较差；乡

村振兴方面，云南、四川、宁夏和黑龙江乡村振兴指数较低。虽然整体数值呈现上升态势，但绿色金融发展程

度在不同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乡村振兴发展东西整体发展格局未变。2011—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能力持续上升，整体从勉强协调跨越进初级协调阶段。两者耦合协调收敛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

指数均小于0.1，表明省区市间发展协调能力差距缩小，地区收敛性显著。对2011—2019年我国绿色金融和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耦合协调度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各年莫兰指数均为正，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

系，从局部莫兰散点图可知，中国近年来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同省份之间差距缩小，东部沿海地

区空间联动效应较好，中西部地区空间联动较弱。由固定效应模型可知，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显著促进作

用，金融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乡村振兴；工业发展水平对乡村振兴起负向作用。

除新疆外，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两者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对此政府应针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异

质性，调整相应的发展举措，打破桎梏发展的因素，探索地区差异化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政策。本研究提出

如下建议：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应加强省际合作，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领头羊”作用，带动绿色金融与乡村振

兴空间联动性较弱的西部内陆落后地区协调发展。分享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使得东西部的各类资源能够

有效流动。在双方联动发展的同时，缩小双方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平衡程度。继续加强其空间联动效应，扩大

辐射范围，增强省区市间的联动，以带动周边更多省区市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发展；对于中西部低水平落

后地区，应大力普及绿色金融知识，实行针对性政策，如设立专项部门，建立政府专项绿色计划投资基金。完

善产业链并升级产业结构，增加对人才的吸引能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注重省区市间联动，完善其基础

设施的建设，建立与高水平区的联结纽带，缩小地区差距，进一步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拓宽绿色金融产业渠

道，完善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落后地区的绿色项目多以绿色信贷为主，其他绿色

产品涉及较少，无法有效地引导绿色资金多方面流入乡村。为更好实现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应

该在落后地区加大对绿色金融人才的培养力度，宣传绿色思想，通过互联网平台落实绿色金融走进乡村，引

导农村产业绿色发展。同时提高相关政策的执行效率，落实绿色衍生品入户，增加绿色衍生品的普及度。农

户可以自由组合不同的绿色产品，有利于农户更好化解绿色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金融风险，保障农产品企业绿

色发展，进而带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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